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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式广告与媒介寻租的楚河汉界

潘祥辉

２０１０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已经落下帷幕，但关于虎年春晚的争议却没有平息。大量的植入式广告让

观众感叹央视为何如此 “就差钱”？作为一种新的广告形式，植入式广告在央视春晚中屡有出现：２００９

年春晚小品 《不差钱》就曾巧妙地植入了搜狐网的宣传广告，百度老总李彦宏在春晚的 “频频露面”

也被认为是植入的广告。虎年春晚的植入式广告更是遍地开花，变本加厉：仅赵本山的小品 《捐助》

就植入了好几个广告：搜狗、国窖１５７３等，而在其他小品中，土豆网、鲁花花生油以及洋河蓝色经典

等也被植入。在刘谦的魔术表演中，刘谦煞有介事喝的汇源果汁，也是企业植入的广告。这些植入广

告给央视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入。据媒体报道，中央电视台２０１０年春晚的广告收入高达６５亿元。赵

本山小品中的三个广告价码分别是：网站４００万元，白酒１４００万元，旅游风景地３００万元，总计２１００

万元；而刘谦魔术中植入的果汁广告价格超过６０００万元。① 然而这种隐性广告没能瞒过观众的火眼金

睛，笑星周立波的那句 “强烈抗议在广告时间插播春晚”以最具幽默和讽刺的话语代表了观众的心声。

受众的抱怨一部分来自于对春晚赤衳衳的商业化的愤怒，另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对植入广告 “欺骗”的

抗议，毕竟，植入式广告是一种隐蔽的广告营销，如此蒙蔽观众，似乎意味着对观众智商的一种污辱。

然而，电视台有电视台的利益，也有电视台的说法。正如春晚导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作为

一个经济主体，电视台适当植入广告无可厚非。如此观之，观众的抱怨是否在理？央视在春晚中植入

广告到底是一种正当的商业行为呢？还是一种违背传播伦理的失德行为？甚至是否构成一种违法行为？

要回答这些问题，厘清植入式广告的性质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单纯的植入性广告有其存在的

理由。但应当严格分清两条界线：一是影视作品中的植入广告与新闻中的植入广告的界限；二是植入

广告与媒介寻租的界限。前者我们可以容忍，后者则必须纳入政府和社会的监管范畴。

从媒体的性质和广告业的发展演进来看，单纯的植入性广告的确有其存在的理由，一味的反对与

指责显然是不合时宜，也无济于事。所谓植入性广告，即将广告内容以巧妙的方式呈现在非广告内容

（如影视产品或新闻节目）中。在台湾及西方，植入广告也被称为 “置入性行销”，它源自营销中的

“产品植入”（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概念，又称 “品牌置入” （ｂｒ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即以付费方式将品牌、

产品、商标等以声音、视觉等试置于大众媒体内容中，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对产品产生印象。② 在观

众抵制广告心理和政策约束的环境之下，植入式广告无疑是一种营销手段的创新，也具有更好的传播

效果，因而倍受企业青睐。这种形式由来已久，在西方国家早已是一种合法的存在。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

①

②

杨帆：《植入式广告步入群雄并起时代或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北京商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
罗文辉、刘蕙苓：《置入性行销对新闻记者的影响》，《新闻学研究》第８９期，第８１－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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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宝洁公司在广播剧中插入香皂广告，这直接导致了 “肥皂剧”一词的诞生。１９５１年由凯瑟琳·赫

本和亨莱福·鲍嘉主演的 《非洲皇后号》中植入了戈登杜松子酒的商标镜头。１９８２年，美国导演史蒂

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 《ＥＴ外星人》中也巧妙植入了 ＲｅｅｓｅＰｉｅｃｅｓ巧克力。而电影 《变形金刚》植

入的品牌广告有６８个之多。在００７系列之 《皇家赌场》、《２０１２》等电影中我们也能看到网络、手表、

饮料或汽车等隐性广告。在中国，冯小刚的电影是最早尝试植入式广告的 “开山鼻祖”，早在１９９２年

的电视情景喜剧 《编辑部的故事》中便有尝试，之后的 《大腕》、《天下无贼》等作品中植入广告更是

随处可见。实际上，在中国的影视剧作品中，植入式广告越来越常见，甚至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模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植入性广告应该限定在影视产品特别是商业性影视产品中而不能越界。影视产

品可以看作是一种准商品，它主要用于娱乐消遣。植入广告是其降低投资成本、扩大利润来源的手段，

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植入广告不得出现在新闻中，否则就成为一种 “广告新闻”，严重违背新闻伦理

和媒体的职业操守。之所以要严格区别植入的对象，是因为新闻是一种 “准公共产品”，它与作为商品

的影视产品有着很大的不同。世界上几乎所有成熟国家对新闻与广告都会作明确的区分，防止广告侵

入新闻，以保护新闻的独立性与纯洁性。把广告放入新闻版面是一种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这种行为

在中国的新闻界相当普遍，应该加以抵制。至于央视的春节晚会，它显然不属于新闻节目，因而植入

广告的存在不属于违背 “新闻伦理”的范畴。但作为国有公共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其承担的

责任与含义远远超过一档晚会本身，因而也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道德约束。

而另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恰恰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植入式广告与媒介寻租的边界。植入广告与媒介

寻租行为一样，都是一种隐秘行为。由于其具有高度的隐秘性，识别起来困难，所以容易发生腐败，

演变成媒介寻租。所谓媒介寻租即以媒体的公共话语权换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区分植入式广告与媒介

寻租行为意义重大。打个比方说，央视的植入广告如果是以广告合同的方式与企业达成协议，企业交

纳的资助是以广告费的形式进入了央视的广告收入，这就是合法的。但如果企业支付的植入广告的费

用并没有进入央视的年度广告收入，而是以 “租金”的形式为央视的工作人员、领导或某一部门私自

分享，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媒介寻租。前者可以容忍，后者则必须坚决反对。

而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带给我们的最大难题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区分这种形式到底是一种

广告还是一种腐败。如有媒体报道２００９年小品 《不差钱》中，其中一句台词是 “上搜狐搜丫蛋博客”，

搜狐为此支付的费用是６００万元。但最终这笔钱由赵本山团队和春晚剧组分成，并不归央视广告部。①

搜狐给赵本山的费用可以看作是名星的广告代言费，但另一半没有进入央视广告部，而是由央视春晚

剧组享有的收入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 “灰色收入”，这当中无疑存在 “以权谋私”的可能。无独有偶，

２０１０年的春晚导演金越在接收媒体采访时曾一度否认很多品牌的出现是植入广告，我们就要问：如果

那不是广告，那么企业支付的那些费用到哪里去了？央视当然不可能给企业作免费广告，但如果那些

钱没有进入央视的广告收入 （进而表现为国家税收），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钱被私人瓜分了。这就是一

种腐败行为，其性质已经超越了植入式广告道德与否的争论范畴。

央视作为一个国有事业单位具有 “公权力”的性质，其本身所具有的媒体权力是巨大的。无疑应

该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管。央视的广告招标已经透明化，但其植入式广告中的一些操作却没法透明，

因而也给监管带来巨大的阻力。在春节晚会中央视的镜头实际上是一种媒体权力，给谁曝光、曝光多

８３

① 王佳、赵正：《春晚揭秘雷人广告的隐形链条》，《中国经营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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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价标准。这种植入广告央视也不可能拿出来招标或拍卖，那么其曝光机会只能

取决于人情或关系。这种没有公共定价标准的植入式广告，显然很容易滋生腐败，成为相关人员的寻

租捷径。这一点正如博盖咨询合伙人高剑锋所说：植入广告在中国还缺乏背后公正透明的参与流程。

外界对于央视春晚的广告金额、分成方式、流程有诸多怀疑，关键是央视缺乏相应的机制和规则。越

是这样，外界就会把利益输送、不公平竞争等想象无限扩大。① 在植入式广告无法透明的情况下，公众

的这种怀疑是不无道理的。前央视春晚导演赵安的受贿以及原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冯骥的落马都与其

滥用权力有关。而如何杜绝这种媒体公权力与金钱间的 “灰色交易”才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首要

任务。

我们有理由相信，虎年春晚的植入式广告只是争议的开始，而不会是终结。因为这种广告形式有着

巨大的市场前景，不论是企业还是媒体，对植入性广告的需求不会减少，只会增加。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

日起，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要求，播出机构每套节目每小时商业广告播出时长

不得超过１２分钟，电视剧插播广告每次时长不得超过９０秒。可以想象，插播广告时间的受限，很有可

能把更多的媒体和品牌商赶进植入式广告的行列，隐性的植入广告无疑是规避时限监管的最好途径。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面前，治理植入式广告靠堵显然是堵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引导和规范。观众

媒介素养和鉴别能力的提高，植入广告导致的媒介公信力的损害，都会成为植入式广告的有效制约因

素，这是我们不必对植入式广告过于恐慌的原因。而作为政府要做的就是防止国家媒体的公权私用，

通过制度建设，杜绝媒体寻租以植入式广告的形式出现或让植入性广告侵入公共新闻的领域。广告就

是广告，新闻就是新闻，寻租就是寻租，只有将这些合法与非法的界线最大限度地区别开来，我们才

能够有效地对植入式广告进行监管和治理；也唯有此，才能让植入式广告更好地服务于媒体、企业和

社会，而不是危害到公共利益或受众的权益。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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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佳、赵正：《春晚揭秘雷人广告的隐形链条》，《中国经营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


